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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占时期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的形成 
 
孙立新 
 
 
在新近的关于殖民主义和殖民地问题的历史研究中，“相互作用理论”脱颖而
出，大有取代单维度、直线式的“西方中心论”模式（如“侵略－反侵略”模式、
“冲击－反应”模式等）之势。1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殖民地视为单方面的强
权政治构造，把被殖民者整体地视为被动的、接受的客体，而是自觉地把注意力
转向被旧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所遮蔽的维度，努力把殖民形势当作文化间
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把殖民地当作一个从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接触、相互重
叠和相互交融中产生出来的、复合的社会构造来描述，强调被殖民者即使在极不
平等的条件下也能够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理论建构是颇有说服力的，
堪称殖民地历史编纂的新“范式”。 
 
1897 年德意志帝国侵占胶州湾之后，除了外国商人，中国商人也在青展开了
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渐在这个德国殖民地站稳了脚跟，
发展成为具有较大势能的社会群体，成为青岛中国人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在
德意志帝国的殖民统治下，他们的经营和生活状况究竟如何？他们与德国殖民当
局、德国和其他外国商人发生过什么样的接触和交往？接触和交往在多大程度上
导致了中国商人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在青岛是否形成了一个与传统商人
不同的新型中国商人团体？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他们在青岛的建设和
发展方面发挥了多大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随着“相互作用理论”的提出而提
出的，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据袁荣叟等编纂的《胶澳志》：被德意志帝国强占为租借地的“胶澳区辖境之
青岛李村乡区，昔属即墨县之仁化乡；阴岛属里仁乡；而薛家岛则属胶州霑化乡
辛林社；小石头、黄岛属胶州霑化乡安林社；塔埠头属胶州济实乡海林社”。2至晚
自唐宋时代起，胶州湾及其沿海港口就有相当繁荣的贸易往来了。宋元祐三年
（1088 年），中国政府在胶州设立的市舶司不仅是当时北方地区唯一的一处海关，
也是全中国五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广东、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
河北、河东等，运载钱帛丝绵贸易”，一时间“商贾荟萃，船舶辐辏”，好不热闹。
不仅如此，胶州还是通过海路向北供应军粮民食和向宫廷运送贡品的重要转运站。
明朝中叶，为了防御骚扰中国沿海的海盗，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海禁政策，致使胶
州湾地区的商业贸易严重衰落。到清代，海禁政策一度松动，胶州重新成为中国
                                                        
1 关于“相互作用理论”，可参见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
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罗梅君、余凯思：《跨
文化行为模式：帝国主义后期在中国的德国经济与传教》，孙立新译，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
译组：《清史译丛》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5-174 页。 
2 袁荣叟：《胶澳志》，胶澳商埠局 1928 年版，台湾成文出版社 1958 年影印本，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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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重要的贸易港口。但是由于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它不再紧靠海湾了；船只
必须在距胶州大约 9 公里外新形成的海港塔埠头停泊。塔埠头逐渐替代胶州城而
成为商品集散转运之地。3塔埠头的旁边还散落着女姑口和沧口等几个较小的港口，
它们主要作为即墨的港口而发挥作用。当地一些商人在这里设立行栈，一方面转
售南方沿海船商所载货物，另一方面又向他们贩卖本地土产。4 
 
对于地区市场体系来说，李村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发挥着经由沙子口和沧口
而至的国际国内舶来品的周转地作用；李村集市名闻遐迩。而薛家岛港则被用作
胶州湾的出口。由此可见，在胶州湾及其周边地区很早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四通八
达的商业贸易网络，这一传统网络结构经久不衰，在新的条件下也很容易被激活。 
 
胶州湾不仅被用作商业贸易，而且也被用作军事目的。明朝中期，倭寇猖獗，
中国政府在薛家岛附近的灵山卫建立了固定哨所和居民点，并在那里停泊兵船。
17 世纪时，清政府又在胶州湾周围增设了多处哨所。当西方列强挟裹武力侵入中
国并强迫中国政府开放国门之际，一部分具有“自强”意识政府官员也注意到了
胶州湾，并且要求加强这里的防御体系。中国驻德国和俄国的外交使节许景澄向
清政府陈述了德国地质学家李希特霍芬有关胶州湾的论述，并且主张立即开始港
口建设工作。1891 年，时任北洋大臣和海军衙门会办的李鸿章在同山东巡抚张曜
一起视察了海湾后，也主张在胶州湾设立防御工事。遵照李鸿章的指示，登州镇
总兵章高元 1893 年带 4 营兵力约 2000 余人移防到青岛口，设镇守使署于天后宫
之侧，青岛遂成为海防重镇。5 
 
青岛口原是一个拥有 300—400 名居民的小村庄。村民主要靠捕鱼为生。然而，
在清政府军队驻防的几年里，青岛明显地发展了。士兵给养的供应和军事防御工
事的建造给不少人带来可资利用的挣钱机会，一些手工业者和商人因此举家迁居。
至 1897 年德国占领前夕，青岛居民已达 1300 余人，房屋 229 幢6，商家店铺六七
十家7。青岛口成了中国沿海南北来往货物的聚散中心，对外出口有生猪、猪肉、
花生、花生油等土产，进口有广洋杂货、棉布、棉纱、绸缎、糖、桐油、竹木材
                                                        
3 袁荣叟：《胶澳志》，胶澳商埠局 1928 年版，台湾成文出版社 1958 年影印本，第 22-24 页。也参
见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
立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3－60 页。 
4 袁荣叟：《胶澳志》，胶澳商埠局 1928 年版，台湾成文出版社 1958 年影印本，第 956 页。也参见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48 页。 
5 袁荣叟：《胶澳志》，胶澳商埠局 1928 年版，台湾成文出版社 1958 年影印本，第 24-26 页；也参
见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9-72 页；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
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
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60 页。 
6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 页。 
7 根据胡存约《海云堂随记》的记载，1897 年，青岛口“商董首事集议本口禀县商铺数目。除新近
由即墨、平度、金口、海阳来此赁屋暂营者六家外，计车马、旅店七，烘炉一，成衣、估衣、雉
发三，油坊、磨坊、染坊六，杂货、竹蓆、瓷器店铺五，药铺二，当铺一，织网、麻、草、油篓
木材八，肉鱼盐铺行六，鞋帽、皮货各一，纱布绸店、洋广杂货店三，酒馆、饭铺九，酱园、豆
腐坊各一，糕店茶食三，计六十五家”。如果将“赁屋暂营”的那六家店铺计入。当时青岛已有 71
家店铺。见胡存约：《海云堂随记》，载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青岛市社会科学研
究院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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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物资。8随着青岛口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个别商人和商贩甚至过上了富裕生活，
即使德国占领时期他们也在表达中国人的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意志帝国借口“巨野教案”，悍然出兵占领胶州湾。
随后又于 1898 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的形式，把胶州
湾方圆 551.5 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变为自己的租借地，并对租借地享有完全的主
权。德意志帝国政府力图把青岛建设成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军事－工业基地，以
便使德国的国民经济并借此使“德国所有阶层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好处”9。在其建
设和管理德国租借地的计划纲要中，经济发展得到了突出强调，被置于所有与胶
澳租借地相关的其他发展之前。为此，它在这里迅速建立起了一整套殖民统治机
构，大力开展海港、铁路和市政建设，宣布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原则，实行一种
积极的、鼓励各国商业公司和工业企业到青岛开展经营的政策。 
 
德国政府还特别认识到中国商人对于青岛商业贸易发展的重要性，把鼓励中
国商人移居德国占领区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早在 1898 年 8－10 月关于租借地划界
的谈判中，它就强迫清政府把胶州附近海岸的帆船码头塔埠头划归租借地。在德
国殖民当局看来，塔埠头港将会对计划在青岛建造的海港构成一种来自中国方面
的竞争，必须予以掌控。10德国殖民当局还与中国政府签订海关协定，使胶澳租借
地在关税征收、税率的高低、货物过境运输办法等方面与其他条约口岸完全相同，
并通过允许中国政府在青岛设关征税的方式，避免在德国占领区之外形成一个
“竞争性的商业点”11。因此，随着青岛的开放，特别是在 1905 年新的海关制度
实施后，不仅外国商人纷至沓来，中国商人也逐渐增多，其势力日益加强，形成
为一个足以左右青岛商业贸易的经济群体。 
 
                  二 
 
德占时期，青岛的中国商人群体主要由来自山东各地和来自江苏、浙江、江
西、安徽、广东、天津、宁波诸省市的商人组成，他们按照传统习惯分属于各个
地域性帮派。 
 
人数最多、经营最早和地位最重要的还是胶州湾土著的和来自山东省内地的商
人。在《胶澳租界条约》的第五款中明确规定：“租地界内华民，如能安分并不
                                                        
8 根据胡存约《海云堂随记》的记载，“航载写船多由广洋、杂货木材诸店号兼业”，而在航运贸易
方面，北与牛庄（今辽宁省营口），西与安东卫、石臼所、胶州、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南方
远至江淮、闽浙，国外同朝鲜等均有贸易往来。进出口的商品中，“出口以披猪、花生、生油、
豆油、豆饼、白蜡、青梨等为最，进口以洋广杂货、细白棉布、棉纱、绸锻、糖、桐油、竹木柴”。
此外，“吾邑劳山盛产水晶，有色白晶透者，有色暗而微紫者。往昔南船多来口采置。”见胡存约：
《海云堂随记》，载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编《德国侵占
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25 页。 
9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4 页。 
10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5-176 页。 
11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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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法，仍可随意居住，德国自应一体保护；倘德国需用地土，应给地主地价。”12
这样，原先居住在胶州湾地区的中国商人基本都留了下来，成为德占时期青岛最
早的商业活动经营者，其中胡存约最为著名。胡存约，字规臣，祖辈经营商业，
在地方上颇有影响。由于父亲早逝，胡存约青年时就弃读从商，经理贸易事务，
后在青岛口开设了“瑞泰”商号，经营土产杂品、日用百货，还操办货物航运。
余者还有“瑞顺”、“协昌福”、“庆泰”三家商号。 
 
另有一些商人来自黄县、掖县、即墨、烟台、平度、潍县等地。黄县人傅炳
昭（1865－？）来青后先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之“源泰”号充当伙友，后升为经
理，因通晓德语，事业逐渐发达。 
 
在掖县帮商人中，宋雨亭、刘锡三和刘子山堪称代表。宋雨亭（1884－1951），
名润霖，号甘泉，幼年读私塾，勤学好问，学习成绩优良。13 岁到青岛读中学，
毕业后进其四叔开办的“瑞记”商店工作。他白天经商，晚间刻苦攻读英语和德
语，不久便能用外语直接同外国顾客谈生意。1903 年接任“瑞记”（后改称“通
聚福”）商店经理，主营草帽辫业务，因其虚心好学，善于经营和交际，很快就
在青岛商界崭露头角。与宋雨亭的学生出身和家族渊源不同，刘锡三“闯青岛”
是从当伙计干起的，后来又进入一家洋行当业务员，到农村收购草辫。在掌握了
一些制帽技术以后，便自立门户，于 1911 年创建“盛锡福”，以草帽为主打产品
兼生产呢制礼帽、皮制三块瓦帽，注册商标为“三帽”牌，因外形美观质量上乘，
获得成功。不到几年，就添了八九个专业工厂，如皮帽厂、便帽厂、缎帽厂等。
刘子山（1877—1948）也是白手起家的。他 14 岁来青岛谋生，初为街头叫卖小贩，
后给德国人充当西崽（洋行仆役），学会了德语后又去一家德国建筑行当翻译。1910
年开设“福和永”木材行，次年又办“福和永”窑厂，并任德商礼和洋行华经理。
13刘子山发家史的重要一环是贩鸦片。他在胶海关税务司的支持下，与总商会丁敬
臣等集资开设立升官膏店，大发不义之财，后又投资房地产业，拥有天津路、肥
城路、武定路、甘肃路、无棣二路整条街道房产，人称“刘半城”。 
 
因为青岛原属即墨县管辖，所以在青岛人口中即墨县人占有很大比例，其在
商界的势力也十分显要。早期的代表人物有仙家寨村的富商陈次冶，他开设的八
大诚商号，在青岛颇有名声。“福诚号”生产的花生油因质量高，被日商三井洋
行采购出口，深受欢迎。14 
 
与上列在青岛发达起来的商人不同，牟平人张颜山是先在烟台起家然后再到
青岛发展的。张颜山，名宗桂，号颜山、燕山，祖籍牟平养马岛，随父辈迁至牟
平城东邵家土巷定居。19 世纪末，他在烟台开办“泰生东”染料庄，初见成效后
又在青岛设立分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德孚洋行将所存染料全部移交“泰
生东”销售。大战期间因染料来源断绝，价格猛涨，张颜山遂大发横财，并开始
了棉花庄、绸缎庄、面粉公司、银号等多项经营，成为一大富商。 
                                                        
12 袁荣叟：《胶澳志》，胶澳商埠局 1928 年版，台湾成文出版社 1958 年影印本，第 31 页；王铁崖
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739 页。 
13 另一说：1910 年独资开设青岛永和福杂货行，经营草帽辫、代销德国货。 
14 《青岛工商史料》第3辑，1988年10月，第140页。也见任银睦：《青岛城市现代化研究（1898-1922），
南京大学未刊博士论文》，第 7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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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章丘风俗素有经营商业之特长，早在清康熙年间，该县旧军镇的孟氏家
族就靠贩运土布发家了，到清末民初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其
家族成员开设的祥字号商店包括绸布店、茶叶店、锅店、金店、钱庄、当铺等等，
遍及济南、周村、青岛、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15德占时期，该家族在青岛开设
了“瑞蚨祥”、“谦样益”和“泉祥”等三大祥商号，经营绸布、茶叶和百货等，
赢得了顾客的普遍赞誉。 
 
德占时期，到青岛开展经营还有杨少衡、朱式文、谭辑五、任约卿、徐秩卿、
王逊卿、顾少山、姜晓岩、高子安、邵舫艇、苏劻臣、纪毅臣、徐锡三、于选甫、
张俊卿等山东籍商人，属于山东商人开设的商号则有“福聚栈”、“天祥永”、
“恒祥号”、“通聚成”、“恒升和”、“义源永”、“恒祥和”、“万利源”、
“义德栈”、“双盛泰”、“天诚号”、“大有恒”、“德源永”、“立诚号”、
“润泰号”、“和合栈”、“恒升和”、“洪祥益”、“源裕”、“裕东泰”、
“如裕大号”、“振昌德”、“泰昌号”、“增顺复”、“东兴祥”、“恒祥栈”
等许多家。 
 
青岛虽地处华北一隅，但在商贸方面，与广东、浙江、江苏、江西、安徽、
天津、宁波等省市造就有了密切关系。德占时期，不但上述地方的物产和商品充
斥青岛市场，而且许多商人也亲自来青岛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广东帮商人所经营
的行业主要有土产品进出口、餐饮、印刷等。经营土产品进出口业的著名商号是
“景昌隆”、“广有隆”、“广合兴”、“同顺昌”、“裕和祥”、“昌兴”油
厂、“大成行”油厂等16，这些商号大多集中在冠县路、李村路一带，它们受理广
州、佛山等地商人的委托，代购山东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并代销洋货。餐饮业
有“英记楼”、“广兴隆”、“广裴隆”、“广安隆”菜馆等。印刷业有“宜今”
和“福昌”印务局。 
 
在来自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省的“三江”17帮商人当中，丁敬臣首屈一
指。丁敬臣（1880－？）江苏江都人，光绪年间捐为监生，授知县，官至候补知
府，上海开埠后弃官经商。1897 年来青岛，被德商禅臣洋行高薪聘为买办，并自
开“悦来”进出口兼航运公司、“悦升”煤矿公司以及后来的“永裕”盐业公司
等，成为青岛中国商人中的头面人物之一，也深受德国统治当局的重视。另一“三
江”帮商人周宝山则开办有“周锐记”商号，经营木材业务。 
 
天津富商朱子兴在青岛投资扩建“春和楼”饭店，初以天津菜肴为主，后来
聘福山人林重孚任经理，转营鲁菜。因装饰典雅、名菜众多，不少外国客人也慕
名前来大饱眼福和口福。 
 
至于青岛中国商人总体数目、行业门类、经营规模、盈利额度等，由于缺乏
                                                        
15 参见民国初年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 
16 另一说是：“景昌隆”、“广有隆”、“大成栈”、“宜今兴记”、“康有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
行栈。 
17 安徽、江苏原为一个省―江南省，清康熙六年（1667）被一分为二，所以清末的“三江”，实际
包括四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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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无法详考。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到德占胶澳后期，行栈资本的发
展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巨商大贾莫不扩张其贸易，而获利则丰厚焉”18。青岛的
商业主要由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行栈商和一些买卖进出口商品的商店主所控制。迄
1914 年，在加入青岛商务总会的 160 家商号中，除个别银行、钱庄外，绝大部分
为行栈商。19行栈资本的发达反映了中国新旧商人的更替。在商人群体中，原先资
金最雄厚的是盐、典、钱商人，现在最有实力的则是开埠城市的行栈主、大批发
商和银行家等。尽管居于顶端的这类城市商人为数不多，但是他们却掌握着主要
市场上主要商品的交易，他们的经营活动通常发生在商品流通的最顶端，而具有
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特征的信托代理、合同购销、信贷、期货、票据承兑等，恰恰
正是从这一顶端的活动中衍生出来。20 
 
为了加强乡亲间的联系，相互保护，协同竞争，来自中国各地的商人还以同
乡会形式建起了齐燕会馆、广东会馆、“三江”会馆。齐燕会馆成立于 1905 年，
主要由山东帮、天津帮商人组成。广东会馆同样成立于 1905 年，由广东帮商人组
成。“三江”会馆成立于 1906 年，由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四省商人组成。 
 
如果说会馆属于与地域性相连的传统型民间商业团体，有排他性等许多消极
的特点，那么商会则是具有独立性格的现代社团。1910 年（宣统二年）清政府颁
布《商会简明章程》后，在青三大会馆曾呈报德国总督批准，成立了“青岛商务
总会”，“商界公益市政得失尝集议而决于此”。21商会的建立虽然与清政府的新
工商业政策有密切联系，与西方商会制度的传入和在华外商商会活动的示范效应
也息息相关，更直接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市场的扩大、商业的发展和商人自身
力量的不断增强。“商会”的建立标志着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社会上的成熟和组织
上的正式形成。 
 
                   三 
 
同西方所有的殖民者一样，德国殖民者也是对中国人民持种种偏见、视之为
“低劣”、“落后”、“欠文明”种族的，侵占胶州湾以后，对当地中国居民采
取了一系列具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统治政策：发布各种章程告示，强迫中国居
民遵从并严加管制；设立巡捕局和巡捕房，对中国犯人严刑拷问，甚至不惜杖笞
殴打；划分中国人居住区和西方人居住区，严禁中国人在环境优美、气候宜人、
设施精良的欧洲人居住区盖屋定居；采取中外有别的司法审判制度，实行“华洋
分治”；对西方人实行初等裁判和高等裁判制度，并设陪审员，处理比较慎重。
对中国人则由青岛、李村的区长兼理司法。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西方的或者更准确
地说德国的现代文明的展示，从精神上和思想上消除中国民众的反抗意志，力图
把他们改造成为统治者的顺民和“有用之人”。 
 
然而，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商人决不会轻易就范，也是不可能被
                                                        
18 《宣统元年通商各华洋贸易总册》，1910 年，胶州口，第 26 页。也见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
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49 页。 
19 ［日］田原天南：《胶州湾》，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 1914 年版，第 536 页。也见庄维民：《近代
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49 页。 
20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75 页。 
21 袁荣叟：《胶澳志》，胶澳商埠局 1928 年版，台湾成文出版社 1958 年影印本，第 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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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征服的。对于德国殖民当局伤害其历史文化遗产、宗教信仰和经济利益的行
为，中国商人进行了顽强抵抗，并且部分地获得了成功。不过，商人们的心态总
的说来是比较开放的，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能够比较快地理解和掌握外来文化，
采取比较灵活的斗争策略，并通过学习借鉴迅速提高自身的素质。 
 
反对拆除天后宫，便是中国商人为捍卫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而进
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抵抗斗争。天后宫位于青岛南部海滨，始建于明成化三年
（1467 年），是一处典型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群，也是青岛沿海地区
渔民航海人寄托希望、祭祀神灵的圣地（俗称“中国大庙”）。德国侵占胶州湾后，
把青岛沿海一带规划为西方人居住区，视天后宫为障碍，意欲拆除。对于这种毫
不尊重中国人民族和宗教情感的蛮横做法，中国商人胡存约与傅炳昭等十分愤慨，
他们遂联络众人奋起抗争，最终迫使德国殖民者放弃了原先的计划，使天后宫逃
过一场大劫。 
 
为了更好地捍卫自身利益，中国商人还强烈要求建立一个自我管理机构。这
一要求也得到了认可。1902 年 4 月 5 日，德国殖民当局颁布了《中华商务公局章
程》，“批准设立中华商务公局，以佐整理青岛内界及商酌德署所中华事宜。”22
初指定山东籍商人 6 名、外省商人 3 名、各洋行买办 3 人为该局董事，以后每届
中国年节，占阄暗定交卸 4人，由 12 名董事另选 4人。虽然该局所办事项仅限于
所谓的纯中国人事务，也就是说仅限于那些与殖民政权利益无关的事务，但也在
代表中国商人利益、维持青岛中国居民与中国政府当局之间联系的方面发挥了一
定作用。 
                                                       
 
对于德国殖民当局来说，成立一个中国人管理委员会，让它在法庭外调解中
国居民的遗产继承纠纷和家庭矛盾，可以大大减轻自己的负担，使自己避免卷入
琐碎的争端。然而，它把该机构仅仅看作一个临时性、试验性的设施，并且尽量
限制其职权，这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上人的愿望，中国商人坚持要求更多地参与青
岛市政管理。 
 
1910 年 8 月 18 日，胶澳总督颁布《公举参议督署中华董事告示》，宣布撤销
中华商务总局，“试行举派四位华人充作督署信任，遇有关系华人之举借以襄助
商酌，而备将来招其随入督署参议会内协同参议之基础”23。这就意味着认可了中
国人参与市政的要求，虽然督署参议会本身权力有限，但中国人毕竟获得了一定
的发言权。24其人选，规定齐燕会馆 2人，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各 1人。 
 
对于德国殖民当局早期倾向于德国大企业的经济政策，青岛中国商人也深感
不满，并提出了尖锐批评。1903/1904 年，他们在一份用德语写作并准备上呈商会
的陈情书中指出，这种片面的政策对于德国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毫无疑义，青岛不是为中国人建的，自由港的好处首先要让德国人享用。……
但是，如果人们对德国人当中的商人有所了解，那么很显然，这些商人的利益与
 
22 谋乐：《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 1912 年版，第 7 页。 
23 谋乐：《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 1912 年版，第 10 页。 
24 Fu-the Huang, Qingdao: Chinesen unter deutscher Herrschaft 1879-1914, Bochum: Projekt-Verlag, 
1999, S.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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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密切联系的。他们不能长久地依靠向胶澳总督府供货
生存，早晚有一天必须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为此，营造一个繁荣的中国人城市
蔚为必要，进口公司可以在这里销售他们的商品。……人们很容易低估中国商人
对于我们殖民地的繁荣的意义。”25在这里，中国商人以高度的自我意识表达了他
们在青岛经济发展能够发挥的作用。为了使他们的要求得到广泛响应，他们还明
确指出了德国小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 
 
他们同样提到了德国当局对待中国工人的态度。“中国苦力在当地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也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如果要把他们吸引过来，必须
先把工资提高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上，把为建立一个新城市所要耗费的、数以百万
计的资金用到合适的地方。单凭这一点就可以保证数量不少的劳工长期留下来做
工。”26中国商人争辩说，德国当局对待中国工人的方式方法已经导致了这样的结
果，即中国劳工都不愿意长期留在青岛工作，一旦合同期满，他们马上就扬长而
去，带着他们挣下的工钱到别的地方消费。这里所谈的虽然只是经济政策，中国
商人也一再表示是为德国殖民当局的利益着想的，但其总的倾向是，要求德国殖
民当局关注他们的利益，吁请吸纳中国民众参与青岛未来的发展。 
 
中国商人主要是依靠与山东内地进行贸易生存的。他们一方面从内地收购土
特产品供青岛市民消费和从青岛向外地出口，另一方面也从青岛置办洋货，向内
地转售。对于后一种商业行为，德国政府在 1899 年制定并强迫中国接受的《青岛
设关征税办法》27是很不利的。因为该征税办法虽然方便了商品向租借地的输入，
但却妨碍了与腹地的商业贸易。它规定货物不是在进入海港时由大进口商缴税，
而是—同其他所有条约口岸一样—在离开租借地时征税，就是说由中国的零售商
缴税。这无疑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和时间损失。另一方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也
没有产生德国殖民当局所期望的促进殖民地内部工商业发展的效果。中国商人不
愿意进入租借地购买货物，海关对于商品走私活动也难以稽查。中国商人很早就
提出了修改关税条约的要求，而鉴于商业贸易发展迟缓的情况，德国商人也越来
越多地希望改变征税方法了。但是关税条约修改事宜被德国的一些大公司，特别
是山东铁路公司成功地拖延了两年多，因为它们输入的设备不需要支付很多管理
费就可以获得免税。28 
 
直到而在 1904 年胶济铁路竣工后，在中国和德国的一些从事与山东内地贸易
业务的德国公司，如礼和洋行，的双重压力下，德国政府才会同清政府总税务司
赫德制定了一个《青岛设关征税修改办法》29，把胶澳租借地的免税权限制在海港
范围内，事实上停止了驻青德国企业的免税权。这一修正意义重大，因为它意味
着实行了很长时间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变动，意味着德国殖民当局终于认识到了与
中国贸易的重要性和中国商人的重要作用了。德国殖民当局越来越多地把与中国
                                                        
25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6-187 页。 
26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7 页。 
27 条约全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884-886 页。 
28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0-192 页。 
29 条约全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2 册，第 336-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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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贸易看作胶澳租借地的发展基础，并且开始寻求与中国方面的合作了。 
 
但是在大港建设工程结束之际，德国殖民当局颁布的《装卸存储货物章程》
（1908 年 9 月 2 日）30再次导致了青岛中国商人的大规模抵制。他们不再买卖德国
商品，闭店歇业。《装卸存储货物章程》的制定与汉堡—美洲轮船公司等大型企业
有密切关联，它对个体商人和私营企业使用海港设备的收费标准作了调整。一方
面规定了明显的较高收费标准，另一方面规定不再由船主而是由在海港从事卸货
业务的中国和德国代理商缴费。此外，还勒令关闭了所有私营仓库。汉堡—美洲
轮船公司从新章程中受益匪浅，而对于中国商人和小商贩来说，新规定却意味着
进口商品价格的提高。中国商人遂向殖民当局提出了修改章程的要求，然而遭到
了否决。于是，在中华商务总局的组织领导下，大规模抵制德货和罢市运动就开
始了。抵抗运动从 1908 年 9 月 14 日起一直持续到 12 月 2 日。11 月时，还爆发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31最后，在 1909 年 9 月 30 日，胶澳总督府颁布了一个
新收费条例32，降低了港口装卸货业务的缴费标准，至少部分地满足了中国商人的
要求。33 
 
1908 年的抵抗运动使中国商人在青岛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明显改善。他
们被殖民当局承认为行动主体和谈判对象，其经济利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抵抗运动还促进了政治性公共舆论在青岛的形成。政治事务受到了公开讨论，中
国民众由此认识到他们在殖民统治体系内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其积极参与、
努力改造和共同建设愿望得到了进一步激发。但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现在人们所
使用的是非暴力的、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的经济手段，目的在于迫使殖民
者作出妥协让步。 
 
商人“唯利是图”。但在德国的殖民统治下，青岛中国商人的民族意识和爱
国热情不断提高，最终确定“一切经纪，当以爱国为本分”的原则。1912 年 9 月，
三大会馆联合青岛各界民众成功地邀请到孙中山先生的来访。这一行动充分显示
了中国商人的爱国热情。当孙中山应邀来到三江会馆时，欢迎会上鞭炮齐鸣，掌
声雷动。三江会馆副会长丁敬臣主持大会，参加者有原青岛中华商务公局董事长
傅炳昭、广东会馆会长古成章、三江会馆创始人郑章华、青岛商务总会董事长胡
存约等中国商人代表。孙中山先生发表即兴演讲，使与会者获得了巨大鼓舞。人
们用青岛啤酒招待孙中山先生。喝到酒意昂然、群情激昂时，广东会馆的会长古
成章起身提议：“我们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国家实现了民主共和。大
总统孙中山先生就在面前为我们指点迷津，设计未来。让我们举杯再次欢呼‘中
华民国万岁！’‘孙中山大总统万岁！’”。34 
                                                        
30 谋乐：《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 1912 年版，第 122-123 页。 
31 Fu-the Huang, Qingdao: Chinesen unter deutscher Herrschaft 1879-1914, Bochum: Projekt-Verlag, 
1999, S. 106-107. 
32 参阅 1909 年 9 月 30 日《码头栈房费项规条》，载谋乐：《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 1912 年版，
第 131－147 页。 
33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9-202 页。 
34 马庚存：《早期青岛的三大会馆》，载杨来青主编《青岛旧事》，青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 页。
孙绍先：《孙中山先生到青岛》，载《青岛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内部资料，第 202-206 页。《用
青岛啤酒欢迎孙中山》，青岛新闻网 2003-06-18 16:30:05 
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03-06/18/content_15646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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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青岛开埠之初，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由于资金短绌和技
术落后，中国商人处处受到牵制和制约，大都不得不依附于外国势力，靠沾取洋
人之余润为生。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洋行控制着货物输出，中国商人不能直接向
国外输出，必须由洋行代办。在进出口货物报关方面，洋行各项手续均由外国人
办理，报关极为简便，而一般中国商人则要费很大周折，延宕相当时日才能办完
通关手续。为了避免麻烦和节约时间，许多中国商人也只好事先出资委托报关行
代为办理各项手续。此外，洋行经营贸易，由外国银行调剂资金，有轮船公司担
任运输，有保险公司接受货物保险，中国商人缺乏这种贸易辅助机构的支持，必
须事事仰人鼻息。35 
 
然而，由于不通中国语言，不熟悉中国复杂的货币体系，不了解中国的商业
惯例和市场情况，不懂得中国社会的规章制度、风俗习惯，也由于中国人民的反
抗和抵制，外商难以到内地开展活动，也难以找到可靠的商家。“外人不得轻入
内地”，其“势力限于通商口岸”。在把洋货从通商口岸输入内地，土货从内地
运到通商口岸时，外商必须依靠买办和中国商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中外贸易中介人的买办是在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
他们受雇于在华洋行，属于洋行的华人经理或代办，在洋行的购销活动中起着联
系货源和推销商品作用。买办与在华洋行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即可得工资、佣
金收入。外商则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
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等活动。买办在中外商人之间发挥着联系
商品供需双方贸易活动的作用，可谓沟通中外贸易的桥梁。36 
 
青岛的买办最初多属广东、江浙一带原有的买办，例如广东人何永生、莫季
樵就分别是怡和洋行与太古洋行的买办，江苏人丁敬臣则为禅臣洋行的买办。这
些买办在青岛早期中外贸易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草辫的输出，每当外商
接到欧美市场输入商订货后，“则使买办从事买入，此际外商指示买办之条款，
为期限、种类、数量、价格等。买办乘外商之意，即与辫行交涉，辫行更通知辫
庄，使取齐品物；辫庄就制品以成数量，渐次送交辫行”，由辫行交付外商，买
卖成交后，辫行佣金及买办回扣由辫庄支付，各为货款的 2％。37 
 
为了确保更大的信用，除保证书外，洋行主东还要求买办提供铺保或人保，
要交纳保金，而保金又经常被洋行主东挪作营运资金。这种买办在外商经济活动
中显然居于“合作者”的地位。买办要向洋行主东承担以至保证洋行全部购销任
务的完成，从而使外国老板无需承担风险就能随心所欲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
买办在洋行里，招募和管理中国雇员，充当银库保管，提供市场行情，为钱庄票
                                                        
35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07 页；王守中：《德国侵略山
东史》，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6 页。 
36 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37 阙名：《山东麦秆草帽辫之调查》，《农商公报》第 4 卷第 1 册第 37 期，1917 年 8 月。也参见庄
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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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保，从各方面协助外国大班通中国人做生意。这就导致大洋行内，出现了层
层相属的各级买办所构成的“买办间”或“华帐房”，洋行主东只要控制总买办
便能驾驭他以下的全班人马。 
 
然而买办并非只起帮助作用，他们在跨文化的接触中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
大都独立自主，自己承担责任。买办利用职务之便，投机倒把，走私偷税以及敲
诈勒索，由此而来的收入，几乎没有限度，是当时的“高级华人”。38有一些买办
在“暴发”后，就自立门户，创办公司，甚至投资实业，逐渐转变成为独立经营
者。例如何永生后来创办了“何生记”，自任经理。丁敬臣则创办了“悦来”航
运公司、“悦升”煤矿公司和“永裕”盐业公司等。通过与外国商号（公司），买
办对于西方现代的经济法规、企业财务制度、经营和管理技术有了比较深入的认
识，并且模仿应用于自己的经营实践当中，因此在引进和创造性地接受新知识和
新技术方面，买办也功不可没。 
 
买办因为自己与他者打交道的能力和在介绍新知识方面的作用而深孚众望，
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团体，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精英阶层，其影响甚
至延展到中国的和德国的政治决策中心，并因为他们与他者打交道的能力和在介
绍新知识的作用而特别在地方层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906 年青岛三江会馆和广东
会馆成立时，洋行买办杨浩然、朱润身、何永生、 莫季樵等人曾分任董事。丁敬
臣则是先任“三江”会馆的副会长，后来又任会长。1916 年甚至当上了青岛总商
会的会长。 
 
但是，随着中外联系的密切和接触交流的增多，不少中国商人也能够直接与
外商进行交易了，越来越多的行栈商成为了外国洋行土洋货物贸易的间接和直接
代理商。买办逐渐被行栈商所取代，中外直接贸易逐渐增加。“继买办之后，行
栈商与行栈业成为中外贸易新的桥梁。”39与大多数买办不同，行栈在交易中具有
独立性，它以独立商人或商业企业的身份与洋行打交道，在代理业务中赚取的是
商业佣金；在贸易经营中，行栈虽然也在外商与华商之间充当中介人，服务于洋
行的购销活动，有着与买办相似的“买办性”（仅就这个词的商业含义而言），但
其同时又具有商业上的独立性，购销行止始终以自身的商业利润为前提，并在经
营中与外商有一定的竞争。40 
 
到 20 世纪初，行栈资本在青岛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成为最具实力、最富朝
气的商人资本。青岛中国商人开办的“悦来”公司、“德源永”、“洪泰号”、
“通聚福”、“复诚号”、“镇昌利”、“大有恒”、“万利源”、“裕昌号”、
“成通号”、“泰生东”、“恒升和”、“双盛泰”、“义源永”、“天诚号”、
“周锐记”、“恒祥号”、“大成栈”、“协聚祥”、“立诚号”、“福和永”、
“祥泰号”、“天祥永”、“义德栈”、“瑞泰协”、“福聚栈”、“通聚成”、
“恒祥和”等商号都是规模较大的行栈。41各地客商汇集行栈内，根据行栈提供的
货样和货源情况进行交易，行栈处居中撮合、代办买卖外，还要负责货物的栈存、
                                                        
38 任银睦：《青岛城市现代化研究（1898-1922 年）》，南京大学未刊博士论文，第 110 页。 
39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45 页。 
40 参见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68-269 页。 
41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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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等事宜，并代客商办理交纳各项税捐。行栈资本或者通过设立收买庄（坐庄、
站庄），直接参与土货收买，或者委托当地号庄收买，并接受号庄委托代为输出。
许多行栈商人成为商界巨富首商，出现了资本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大行栈商人资
本。 
 
随着力量的壮大、视野的开阔、知识的增加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中国商人对
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中国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外国商人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
权越来越感到愤慨。国家和民族利益成为了中国商人的最高原则，通过非暴力的
商业竞争，抵抗和消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负面影响成为了中国商
人的自觉行动。42而在与西方商人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中国商人完全可以对本土的
传统资源加以有效利用。传统商业结构和交通渠道因为其成本优势仍具有强大的
抵抗力和竞争力。中国商人继续通过“旧有的运输道路和运输工具”来运输货物。
他们也尽可能避免利用海港、防波提、货物装卸机械、仓库以及铁路运输等价格
昂贵的现代设备，继续依靠本土众多而且价廉的劳动力资源。 
 
塔埠头港是一个能够说明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强大抵抗力的典型事例。塔
埠头原本是胶州县的一个帆船码头。该港口对于整个山东省的商业贸易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该港口在关于租借地划界的谈判中被划归德国租借地，但仍
为中国商人继续使用。在胶济铁路通车、青岛港建成之后，这个传统的、现在也
被德国人控制的港口虽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但仍能继续保持着繁荣的商业往来。
中国商人在这里主要进行互换贸易。来自宁波和其他口岸的纸张、熏制品、筷子、
竹木家具等商品与山东当地生产的花生油和豆油、豆饼、腌猪肉和煤炭等进行交
换。德国人的所有努力都没有能够削弱塔埠头的商业贸易。而青岛的贸易额在最
初几年只占胶州湾地区总贸易额的 2,5%。43 
 
青岛中国商人通过与本土和外来的各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并且因为谙悉土产
货源和行情，通晓内地的商品需求，又有廉价劳动力和运输工具之优势，逐渐在
从事进出口贸易方面占了上风，掌握了青岛贸易的主导权。结果，在青岛的商业
贸易中，中国商品越来越多，而德国商品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青岛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较大的中国商业中心而不是德国的商业中心。德国的一些商家虽然也获得
了较好的收益，但它们主要依靠胶澳总督府的国家订货以及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
矿务公司的订货为生。在德占后期，德国商品基本徘徊在大约 6%和 8%之间。其中
还有一半是供应胶澳总督府和铁路部门的物资，可以在山东市场上销售的德国商
品只占胶澳租界贸易总量的 3%—4%左右。44这与德国政府原先的、把胶澳租界建设
成为一个德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把山东开发成为德国产品销售市场的计划大相径
庭。德国政府在青岛的殖民经营基本上是亏本的买卖。 
 
总起来看，青岛中国商人在德国的殖民统治下，表现出了顽强的顺应和抵抗
能力。通过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也凭借自身坚实的文化
                                                        
42 Fu-the Huang, Qingdao: Chinesen unter deutscher Herrschaft 1879-1914, Bochum: Projekt-Verlag, 
1999, S. 108-109. 
43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7 页。 
44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
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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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他们不仅取得了卓越的经营成就，而且也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他们
的抵抗行为充分表明了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特别是用非暴力经济手
段进行的抵抗突出表现了中国社会的革新能力。德国殖民者最终不得不调整原来
的强硬政策，在不放弃武力的前提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人的利益和要求，主
动谋求与中国的“合作”。这就为青岛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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